
 

·网站首页 ·《文学遗产通讯》 ·博士后园地 ·学界要闻 ·学术会议 ·学人访谈 ·学者风采 ·学术团体 ·学术期刊 ·学术争鸣

·文学所简介 ·虚拟文学博物馆 ·研究生教育 ·汉学园地 ·当代文坛 ·书目文献 ·诗文鉴赏 ·论著评介 ·专题研究 ·古籍整理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元明清文学研究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作者】张宏生

【内容提要】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

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

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

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

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

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

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

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 清初/词史/诗史/尊体/以文为词

    清代初年，陈维崧提出了“词史”说，这是在文学批评领域，第一次明确形成一个与“诗史”可

以并存的概念。对于这一观念，并世学者已经有过一些探讨，提出了若干值得尊敬的观点。但是，讨

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还有不足。尤其是，为什么“词史”的观念会在清代初年出现？这一观念出现的

必然性在哪里？它从哪些地方获得了资源？创作和理论的互动如何表现？这一观念的理论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要加以讨论的。 

    一、陈维崧的“词史”说 

    康熙十年(1671)前后，陈维崧与其阳羡同里吴本嵩、吴逢原、潘眉诸人合纂《今词苑》，陈维崧

为这一当代词选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是清初最重要的词学理论建树之一，其基本思路是： 

    第一，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有着共同的规范，不必以文体区分优劣。庾信和徐陵皆由南入

北，身怀家国之痛，其《哀江南赋》和《在北齐与杨仆射书》诸作，虽然用骈俪之体写成，然感时伤

怀，堪称一时文士之心史，就此而言，其价值并不在《庄子》、《离骚》、《左传》、《国语》、

《史记》、《汉书》之下。由此加以生发，苏轼、辛弃疾诸人所写诸长调词，继承杜甫歌行与汉乐府

的反映现实政治社会的精神，也并不因为是长短句而损伤其价值，因而批判了传统的词为小道的思

想。 

    第二，时代在发展，文体也要随之发展。前代文章、目录学家如刘勰、阮孝绪、郑樵等所讨论的

文体，虽然代表了传统之大观，并不能涵盖一切，尤其未尽为文的功能。由此提出了思致深刻、气魄

宏大、变化精神、会通才智的标准，作为文学创作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当然不存在文体的大

与小，也不存在文体的前与后。这里，陈维崧不仅涉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命题，而且隐然指

出，一种文体并不一定循由盛而衰的规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体现出特定的价值。 

    第三，即使作者能够突破文体大小、正变之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仍然需要提出来。明代

以来，词学衰微，词家竞学《花间》一路，内容既一味香艳，风格也偏于柔弱，这种写作策略，与明

末清初海立山飞、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局是不相符合的。不仅清算了明代词风，而且，为词的进一步

发展，即尊体意识的进一步高扬，指出了向上一路。 

    文体重内在，文体应发展，而且要根据时代有所调适，这些，都是陈维崧对词体的体认与期待，

而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具有“词史”的观念。当然，陈维崧的原文是“选词所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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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还没有直接用“词史”一词，但显然已经具有这种实际的观念，不必以

文害意。 

    二、“词史”的内涵 

    考察陈维崧的“词史”观念，其明显的含义是，词也和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既然是特定社会中的

特定人群写出来的，因而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这一点，当然也有其特定的语境。这个语境，从小

的方面说，是作为《词选》的序，用以说明选词的动机。从大的方面来说，“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

以存经存史也”，则涉及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改朝换代之际，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亡国只是王朝之亡，亡

天下则是文化之亡①。既然自古无不亡之国，所以对于士人来说，其根本的社会历史责任，就是致力

于文化传承，保持统绪不致失坠。这一点，在史学领域固然已成风气，在文学领域也同样明显。金亡

后，元好问忧虑故国文献消亡，因而编成《中州集》一书，其内在深心，为天下后世所知晓。影响所

及，代不乏人。以明清之际而言，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以保存明代诗篇；邹只谟、王士禛编纂

《倚声初集》，以保存晚明以迄清初词作，都是极明显的“存史”之举。陈维崧与钱、邹、王诸人渊

源很深，他被这种风气笼罩，而有《今词选》之纂，也是顺理成章。至于他明确提出选词即“存经存

史”，则是他个人文学观的体现，较其前辈又更进一层了。 

    不过，保存文献是一个大概念，可以涵盖任何内容，而陈维崧所谓“词史”，显然并不限于这

些。在他看来，“词史”还应有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也就是庾信出使北周后痛苦的心灵活动，徐陵

滞留北齐后浓郁的家国之思，苏轼屡遭贬谪后积极向上的乐观心志，辛弃疾自北归南后系心失地的笔

墨情怀。所有这些，在明清之际都有实际的回响。 

    改朝换代之际，各种矛盾空前突出，人们的思想也相应的更加活跃，因而所出现的文学现象也更

加丰富。亡国遗民们有感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恢弘的时代画卷，既是社会史，也

是心灵史。在遗民笔下，词有了非常浓厚的史的意味。或者记明社覆亡之事，如曹元方《金缕曲·三

月十九日》二首；或者反省明朝灭亡原因，如来镕《水龙吟·追痛燕京失陷》（燕京报陷，天地为

昏，淋漓涕泗，不知所云）；或者反映战乱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如陈洪绶《点绛唇》（身在刀兵）；

或者表彰抗清志士，如高宇泰《沁园春·用文丞相韵题钱忠介像》；或者叙写明遗民甘于穷困、坚持

志节、待时而作的心志，如余怀《念奴娇·和苏子瞻》。所有这些，都堪称一时“词史”。 

    明遗民的词创作，以前往往只是作为社会史的内容看待，忽略了其中蕴含的理论意义，倘若从清

词复兴的角度看，它正是一个前奏，启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探讨。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是晚明四公子之

一，明亡之后，陈维崧长期寄居四公子中的另一位冒襄的水绘园中，而水绘园正是接纳和庇护遗民及

其子弟的一个重要场所。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无疑使得他对不少明遗民的生活和词创作状况

非常熟悉，因而在客观上具有了总结遗民词的创作，并予以提升的可能。“词史”之说，正是对遗民

的词创作所作的一个合理的阐发。 

    侯雅文先生在探讨清代词史观念的演变时，认为陈维崧的词史观念中，“史”广义地指宇宙人

生、历史文化的种种境况，并不拘限于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件，关于“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

件”这一概念，要延后到晚清谢章铤才提出：“一方面指词人所面对的时局，二方面则指被写入词作

的题材，三方面则指作者借作品而予寄的政教批判意识。”②侯先生论述清代词史观念的演变颇为细

致，但刻意将其分为若干阶段，并定义出其间不同的观念，往往显得牵强③。即如陈维崧，他在《词

选序》中已经明确推崇庾信出使北周和徐陵滞留北齐之作，显然指的就是“某一特定时空下的政教事

件”，不能视而不见。 

    三、“词史”与尊体 

    “词史”说的提出，是自宋代以来尊体趋势的一个发展④，而且，也和一般尊体的方式一样，是

从诗学里去寻找资源。 

    “诗史”的概念来自唐代孟棨《本事诗》，其评论杜甫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

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⑤发展到宋代，杜甫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诗史之

说也更加深入人心。明清诗学对宋代诗学有着直接的传承，诗史概念也得到进一步讨论。不过，在文

艺学的发展架构中，对这一概念也生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反对的一方看，先是杨慎在其《升庵诗

话》中说：“杜诗之含蓄蕴借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

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

并省。”⑥后来王夫之也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⑦不过，总的趋

势，仍然以支持者为多，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 

    钱谦益在编纂《列朝诗集》时所体现的诗史意识，已如前述，其实，他的这种意识也体现在其整

体著述中。在钱谦益看来，推寻源流，诗的最早功能就是史：“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



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

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

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⑧既然诗本来就具有史的性质，沿流而下，继承传

统，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也接过杜甫“诗史”的话头，只是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强调了“国

家不幸诗家幸”的遗民诗观，而且将“诗史”观念作了进一步表述，即诗不仅可以反映史，不仅可以

当作史，而且可以续史，弥补历史记录的缺陷。这显然对诗史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特色，

“就创作言，此一语言策略容许了抒情主体在诗篇中寄托一己之情思与乎经验，亦赋予了载体在历史

记忆、政治及社会批评上重要的使命及功能。就诠释言，具有诗史性格的诗篇要求读者积极挖掘诗人

于字里行间所寄寓之情志与‘大义’。”⑨ 

    钱谦益的看法在当时并不孤立，一些重量级的诗坛耆宿也和他具有同样的思路。如吴伟业《且朴

斋诗稿序》就这样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

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

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⑩这篇写于1660年的序文从采诗和陈诗的制度入

手，指出了诗史合一说的悠久传统及其意义，与前引钱谦益之说具有同样的策略，都是借古以明今。 

    词坛的尊体说，往往表现为向诗的靠拢，因此，“词史”观念的提出，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发

展。值得提出的是，以往词的尊体，向诗歌领域寻找资源，大致表现在创作实践的层面，进入理论探

讨者尚少。陈维崧提出“为经为史”和“存经存史”，直入“诗史”说的核心，成为与诗坛共时性的

回应，这在以往词坛上还少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明清之际，关于词的理论探讨，已经进入了一

个自觉的层面。 

    四、“词史”所面对的词史 

    如果说，词史之说能够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提出，则它就不仅要回答现实的问题，也要回答历史的

问题。应该承认，即使清初以来，词学渐有复兴之势，词为“小道”的观念仍然相当强大。因此，如

果词确实可以具有史的功能，那么，自从晚唐五代以来，王朝代兴，社会剧变，屡见而非一见，词是

否也曾尝试着以其特有的美学追求，对那些重要的历史有所反映呢？ 

    尽管清代的一些批评家为了尊体，曾经对“诗余”一词作出新的理解，例如将“盈余”之意改为

“赢余”(11)，但考察宋代以来的词学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尊奉诗词有别的传统，往往用

词来表达一些不那么郑重的内容。这一现象，随着词的文人化倾向不断加强，逐渐得到改观。其中最

突出的表现是宋元之际对易代情事的描写。其实，若是从事实出发，可以看到，关于宋元易代的社会

历史内容，仍然是反映在诗里的为多，似乎人们仍然严格恪守着诗词之别，在这一点上，宋元之际的

词坛与明清之际的词坛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那一片混沌的状态里，也闪出一道光

芒，不仅照亮了当时的词坛，也使得明清之际进行词学建构时，明确了一个方向。这就是《乐府补

题》的唱和。 

    南宋灭亡之后，遗民王沂孙、周密、唐珏等十四人于越中结吟社，以龙涎香、白莲、莼、蝉、蟹

五事为题进行赋咏，集成《乐府补题》一书。数百年来，经过元明两代，词学文献散佚甚多，该书一

直未见提及，而因缘凑巧，在康熙年间，重又出现于世间。关于《乐府补题》的重新问世，朱彝尊有

专门的文字记述，略谓：“《乐府补题》一卷，常熟吴氏抄白本，休宁汪氏购之长兴藏书家。予爱而

亟录之，携至京师。宜兴蒋京少好倚声为长短句，读之激赏不已，遂镂板以传。”(12)镂板的结果，

导致了一时的轰动，当时词人竞相仿效，遂掀起一个“后补题”唱和的热潮。 

    由于长期湮没，人们对《乐府补题》所收诸作的内涵，也有一个体味和理解的过程。王沂孙、周

密诸人的身份并不隐秘，通过知人论世，进而以意逆志，当然也不难作一些合理推测。对此，朱彝尊

的理解是：“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13)

这个看法，已有论者指出是“简赅而笔触轻淡，措辞审慎之极”(14)。如果只是“身世之感”这样一

个泛泛的说法，则北宋以“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5)的秦观艳词，就已经有了，并不具有词史上的

独占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陈维崧的体认最为具体和深刻：“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之作也！粤自云

迷五国，桥识啼鹃，潮歇三江，营荒夹马。寿皇大去，已无南内之笙箫；贾相南归，不见西湖之灯

火。三声石鼓，汪水云之关塞含愁；一卷金陀，王昭仪之琵琶写怨。皋亭雨黑，旗摇犀弩之城；葛岭

烟青，箭满锦衣之巷。则有临平故老，天水王孙，无聊而别署漫郎，有谓而竟成逋客。飘零孰恤，自

放于酒旗歌扇之间；惆怅畴依，相逢于僧寺倡楼之际。盘中烛灺，间有狂言；帐底香焦，时而谰语。

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

之轶事也。”(16)这位以骈文著称的高手，以他的生动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乐府补题》的创作背景

和创作内涵。就背景言，江山易主，繁华不再，琴师宫女，尽入北地。就内涵言，则就如安史乱后，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17)；亦如宋室南渡，孟元老写有《东京梦华录》，感慨前尘如梦，都



是“援微词而通志”。也就是指出，这些作品中，有着埋藏很深的遗民心志，而且，也和宫廷有关。

这是最早对《乐府补题》所作的似暗实明的解读。后来，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

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

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

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18)姜夔诸人写梅，是否暗指南北议和之事，或许还有争

论，但揭示《乐府补题》“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则得到后世一致的认可。夏承焘先生则更具体地

将这一卷词与杨琏真伽发掘南宋诸陵之事相联系，认为“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

托喻后妃”(19)。夏先生过于指实，引起学术界的质疑(20)，不过，那些所咏之物确实可以引发与宫

廷相关的联想，也是事实，至少应该承认这一卷词确实和南宋覆亡有关。因此，夏先生的如下结论仍

然是准确的：“王、唐诸子，丁桑海之会，国族沦胥之痛，为自来词家所未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

编乃别有深衷新义。”(21) 

    有学者已经指出，作为一时共建大将旗鼓的朱彝尊和陈维崧，他们对《乐府补题》的复出怀着同

样兴奋的心情，也都为重新刊刻的《乐府补题》写了序，但是，显然陈维崧的序写得更为充分，认识

也似乎更为深刻(22)，其中原因为何？学者们倾向，当时由于浙西词派的兴起，是顺应了特定的政治

要求，与新朝统治能够协调的结果，因而才会淡化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23)。这样来解释以朱彝尊为

代表的浙西词派，或许不无道理。但是，陈维崧也是在同样政治背景下生活的，他也同样开始承认新

朝的统治，为什么他的理解就和朱彝尊有所不同呢？除了其他可能的原因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具有“词史”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得他对《乐府补题》作出了符合历史同时也有感于

现实的解读，因而也就显得超出时人甚多。 

    五、词史之说与以文为词 

    词史的观念，当然首先是与“史词”明确联系的，已如上述。但是，内容的变化一定也会或多或

少地引起形式的变化，换句话说，一种观念的提出，总是会体现出特定的形式需求。 

    词史的观念，发展了从苏轼开始，经过辛弃疾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创作追求，即扩大词的表现内

容，拓展词的创作境界。这一点，从苏轼的以诗为词，延伸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或以赋为词），本

身即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其实南宋人即有所体认，如陈模《论稼轩词》以辛氏《沁园春》

（杯汝前来）为例，云：“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24)具体

地说，就句法言，如《哨遍》（几者动之微）、《六州歌头》（吾语汝）、《卜算子》（此地菟裘

也）、《一剪梅》（何幸如之），都非常散文化；就体制言，如《沁园春》（杯汝前来），是对话

体；《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是盟誓体；《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是《天问》体；《水

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是《招魂》体(25)。至于其《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树听啼

鴂），则全用赋法，打破词的上下片限制，铺陈别事，宛然一篇《别赋》(26)。 

    在明清之际的词学建设中，稼轩风的鼓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7)，而稼轩风在清初蔚为风

气，正是陈维崧对历史敏锐体认和对现实及时把握的结果，因此，词史的观念浸染着从稼轩一路发展

而来的形式因素，原是一个合理的进程。清初稼轩风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要求，最初不一定是陈

维崧的倡导，但是，陈维崧及其同道显然对时代及文学的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触角，尤其是来到扬州

之后，围绕着新一代的文坛盟主王士禛，一种新的创作倾向正在形成，因而也启发陈维崧及其同道进

行进一步的开拓。 

    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曾这样叙述陈维崧的创作历程：“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

学。……先生（按指陈维崧）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然刻于《倚声》者，过辄弃

去。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因励志为《乌丝词》。……然《乌丝词》刻，而先生志未已

也。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

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28)蒋序的最后一句，正是对陈维崧由于生活的变化而导致创作

观念变化，并进而在表现形式上的探索，所作出的准确体认。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他对自己和

友人生命及生活状态的摹写，由此以小见大，反映出那个特定的时代。如《念奴娇·送朱近修还海

昌，并怀丁飞涛之白下，宋既庭返吴门，仍用顾庵韵》：“住为佳耳，问先生，何事急装趋肃。曾在

竹西园子里，狼藉钗征钏逐。别酒红擎，离帆绿饱，人上兰舟宿。君行烟里，吴山螺髻新沐。可惜世

事匆匆，陡然方寸，起岗峦陵麓。谁倩石尤吹鹢转，并转丁仪宋玉。无数狂奴，一群荡子，屯守娼家

屋。此情莫遂，悄然熟视枫菊。”(29)由对朱一是生活、行踪的记述，写出依依惜别之情，连带点出

丁飞涛、宋既庭之别，有宾有主，互相映衬，一人之命运，即群体之命运，文字简洁，而尺幅有万里

之势。范汝受评此词为“一篇龙门列传”(30)，颇具慧眼。司马迁是龙门人，范氏评陈氏此作，似

《史记》中的列传，是看到了《史记》意蕴丰厚，叙事有致，笔法简捷，这种体认原是人们的共识，

不过，以此作评，将词与史联系起来，虽然文类的跨越性太大，但考虑到其批评动机，则显然可以和



那个特定的时代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陈维崧本人的创作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是时代的共同现象，事实上，他也非常关注时

人在这方面的探索，因而在他的身边，也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网络，体现出一种共同的气势，等于在

向词坛宣称，一种新的创作倾向出现的必然性。如他的友人曹尔堪在《念奴娇》广陵唱和中有一首

词，题为《即席再赋，呈李研斋前辈、宋荔裳观察、王西樵考功》，云：“古文高手，有达州耆宿

旧，欧曾堪续。箬笠布袍方竹杖，看尽浮云反复。再遇莱阳，词场雄踞，暂友山中鹿。旗亭载酒，楚

辞痛饮还读。又有天壤王郎，冰姿玉映，不数何平叔。歌吹芜城期共醉，漫挂蒲帆一幅。岸帻横眸，

昔年隋苑，今是渔家屋。宾朋杂坐，不妨人淡于菊。”陈维崧评云：“前半分疏精细，后复总结，隐

寓感慨，此欧阳公摹拟太史公，跌宕处全是古文神髓。”(31)当时词坛，大家不约而同将词法与史法

相结合，以对写史方法的比附作为创作价值的某种重要体认。这些，当然也就构成“词史”说的重要

内涵。不过，关于这一类艺术形式，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杜甫“诗史”一路的作品中，至于突出比兴寄

托特点者，则就往往很难“以文为词”，至少不够充分。由此可见，一种艺术样式，往往有其针对

性，甚至是独占性，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 

    六、总结 

    总括以上讨论，对清代初年的“词史”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词作为一种对心灵活动的描写或揭示，不仅有抒情价值，也有史料价值，“词史”观念的提

出，对这种现象作出了明确揭示。 

    2.“词史”的观念，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虽然是词的发展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也和以前许多

的词学进展一样，是从诗学的发展借鉴来的资源，但是，更多地由创作领域进入了理论领域，却是明

清之际所贡献的新内容。 

    3.“词史”的观念虽然是在清初出现的，但词的发展历史，也提供了认识这一观念的可能，尤其

是宋末的《乐府补题》，更是时人的重要资源。 

    4.“词史”观念不仅体现了以史入词等内容上的探索，也包括创作手法等方面的思考，特别是从

辛弃疾发展而来的“以文为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形成了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注释：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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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6年，第756～757页） 

    ②侯雅文：《论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国立编译馆馆刊》（台北），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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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六经皆史”的观念看，当然也可以称得上“史”。 

    ④这里所说的尊体，主要指从苏轼扩大词境而来的传统，而不及李清照在声韵格律诸方面的要

求，参见拙作《明清之际的词谱反思与词风演进》，《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⑤孟棨：《本事诗》，孟棨等：《本事诗续本事诗本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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